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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山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接触

刘　青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多民族杂居村落遍布云南全境。在滇西北，它们的形成多在明代以后。多民族语言因族群之间的共同生

活而变得兼用和混杂。这种兼用和混杂又因相互的通婚而强化。当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多民族杂居村落的

语言又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向着汉语方言和民族共同语的方向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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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民族杂居村落遍布云南各地。无论是云南与
川藏交界地区，还是临缅、临越边境，甚至滇中经济

核心地带，都有很多这样的村落。它们多为群山环

绕，即使在昆明，也离城中心的喧嚣较远。虽然多民

族杂居村落的语言接触类型有异，但却有一些与人

文生态环境相关的规律性的东西。本文出自近几年

来笔者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检索以及心得，虽不免

有些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算是有创新之处，权作抛砖

引玉之用。

一、族群迁徙与语言接触

杂居村落有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杂居村落以及少

数民族之间的杂居村落。汉族大规模往云南移民是

在明代以后。早期零星过来的中原移民，由于规模

不大，与当地民族杂居，基本已被同化到其他民族中

了。因此，现仍存在的多民族杂居村落形成的历史

一般都不太长，大致都在明代以后，形成的原因也各

有不同。滇西北是多民族杂居村落较为密集的地

区。２０１０年１月和８月间，笔者一行人曾两次深入
云南丽江玉龙县塔城乡和迪庆维西县塔城镇的多民

族杂居村落。就地理位置而言，两塔城彼此相连，曾

都是“藏彝走廊”多民族汇聚迁徙的重要区域，至今

仍是藏缅语多个少数民族的杂居之地。不同只在

于，丽江塔城人口最多的是纳西族，而维西塔城则是

藏族。

丽江塔城的洛固村有纳西、藏、傈僳、普米、白等

几个民族。在丽江塔城，我们曾就民族迁徙时间问

题请教过当地两位有名的宗教人士。洛固村的和学

礼老人是藏传佛教的存世高僧，本人也是藏族。他

介绍说，自己祖先迁到塔城已有十代，如果以一代

２５年推算，时间当有两百多年。在洛固的纳西族
中，约有８０户自称是“路鲁”（ＩｖＨｖ）的纳西人，散居
于各个自然村落中。相传他们是四个纳西古氏族

梅、禾、束、尤中梅氏族的后裔，其祖先从南山（今丽

江玉龙县黄山镇南溪一带）迁居塔城依陇，一部分

从依陇又迁到洛固，多是因躲兵等原因而迁居。据

调查，路鲁的祖先从南山迁到依陇已历四代，从依陇

迁到洛固已历三代。①［１］依陇的纳西族和明老东巴

清楚地述说了祖先迁徙的经历：祖先过来已经两百

多年，原住在四川青海中间，后那里打仗就来到四川



木里，从木里再到宁蒗永宁，再到白沙，后纳西、摩梭

打仗，又从白沙住到木老爷那里（木府大门下面的

忠义市场）。和明这一支搬到丽江长水，后搬到泰

安的木苏。住在木苏的那一代有九个儿子：一个住

到四川盐津，一个住到德钦，一个到贡山，一个到中

甸三坝，一个到四川木里，一个到鹤庆的西屯，一个

到拉市，两个到南山。住在泰安的一家有五个儿子：

两个到拉市，一个到丽江的南口，一个来塔城的依

陇，一个住原地。过了几年，除了来这里的那一家，

从泰安又来了１９家，依陇有１０家。从这个叙述，我
们可以看到先民间接迁徙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历

时一千年以上。在这一族群迁徙的过程中，很可能

已与其他民族语言发生过接触。但就丽江塔城地区

藏语与纳西语的接触来说，顶多是有两百多年的历

史。除纳西族、藏族外，洛固村其他民族的人数很

少，他们与人口多数民族的语言接触是单向的，也就

是说他们只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在金沙江另一面的维西塔城，我们调查了被称

为“玛里玛萨”的居住群体。“玛里玛萨”意为木里

摩梭，本来是指从木里迁到维西塔城的摩梭人，后因

长期与藏、傈僳等民族接触，“玛里玛萨”又成了一

个地域文化的代名词。在云南迪庆州，还流传着傈

僳玛萨、藏族玛萨之类的称呼，用于指与玛里玛萨人

杂居的藏族和傈僳族。玛里玛萨人主要居住在云南

省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腊普河畔海尼与柯那两个民

族行政村，包括有 １４个自然村落，其中海尼村 １０
个，柯那村４个，共两千多人口。玛里玛萨人迁徙的
时间，据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民族识别调查，当时玛
萨老人有个比较一致的说法就是，其祖先是一个叫

阿额黑的头人的奴娃，来维西有七代，也就是三百年

左右。［２］但《维西县志》的记载则是：据世代相传，玛

里玛萨的祖先原住在“拉塔堆”（今四川盐源左所），

由于明代木氏土司连年征战，他们纷纷外逃避乱，陆

续来到县境腊普河谷。［３］１６３虽然对迁徙的原因有不

同的解释，但时间上却差不多一致。我们曾就此问

题请教过与玛萨人杂居的藏族发音人。他猜测他们

在本地居住的时间可能是两百多年左右。与玛里玛

萨人相比，藏族在维西县境居住的历史却要早得多。

在史籍文献中，藏族常被称为“吐蕃”、“古宗”，有时

也称“西番”。唐初，县境为吐蕃铁桥节度使地，居

民中的藏族成分比较多。明代木氏土知府与藏族农

奴主在县境长期进行争夺战，最终虽然木氏取胜，但

作为土著居民的藏族人民群众，依然大多居留了下

来。清代设置的维西厅，曾是当时有名的藏区之一，

藏族人口占居民的半数左右。而据１９５７年的统计，
全县藏族共 ２７５００人，６０％以上都集中在塔城乡
内。［３］１７５－１７６发音人所说的时间，倒是符合木氏土司与

藏族统治者争战的时间。他的祖先也许就是那时来

塔城的。傈僳族在塔城居住的时间也较早。据文献

记载，唐代的铁桥城附近居住着施蛮、顺蛮部落。现

代一些学者认为，施蛮、顺蛮乃是傈僳族的先

民［３］１４７。而铁桥就在塔城境内。藏族、傈僳族的居

住时间早于玛萨人，从玛萨人关于语言的传说中也

可以得到证实：听老人说，古时候教语言，玛萨人迟

到了，其他人已经散会，只好跟藏族学一点，跟纳西

族学一点，跟傈僳族学一点。有些人故意教些丑话，

所以玛萨人表达一些正常意思的词，在其他族的语

言中往往有猥亵的含义。［４］由此可以推知，这个以玛

里玛萨人为主体的玛萨文化圈，是明代以后经过语

言文化的接触与融合慢慢形成的。

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丙中洛乡

是一个有名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丙中洛乡因住丙中

洛村而得名。丙中洛原称“丙中”，藏语意为藏族

寨。［５］２５下表１是丙中洛乡所辖各村委会各民族人口
最新统计资料。从此表我们可知，丙中洛乡现有汉、

彝、白、苗、傈僳、纳西、藏、怒、独龙等十多个民族，但

在语言接触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只是汉、傈僳、藏、怒、

独龙等几个民族的语言。

表１　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各民族人口统计 人

项目 汉族 彝族 白族 苗族 傈僳族 佤族 纳西族 藏族 怒族 独龙族 布依族 其他 总计

秋那桶 ７ １ ２ １９４ ５ １４８ ８９５ １４ １２６６

双拉 ２３ １ ４０７ ６ ２０ １０６３ １７５ １６９５

甲生 ４２ ４ ４８０ １ ２ １１５ ５３５ ８８ １２６７

丙中洛 ５５ ３ ２ ８５９ ２ ２２５ ６８１ ７１ １ ４ １９０３

　　贡山怒族是怒江峡谷最早的土著居民，早在一
千多年前他们就在贡山繁衍生息。［５］８３而住在贡山的

独龙族自称阿龙，从其语言、习俗、神话传说及生产

生活方式来看，他们与独龙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贡山的怒语与独龙语大部分能相通，语音、词汇相同

的占６０％左右，语法关系也完全相同。［６］据《云南省

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记载：怒族的四

个支系中，“贡山阿龙支系与独龙族使用相同的一

种语言，其他三个支系分别使用三种独立语言。”［７］

杨浚先生也曾较为肯定地指出：“现在人们都已意

识到，从碧江县北部开始，包括福贡、贡山在内的怒

族，实际上与独龙族为同一族源，语言也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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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８］这样，贡山的怒语和独龙语基本可以合二为

一，语言接触差不多就是傈僳、藏、怒语加上后期与

汉语之间的接触。

傈僳族进入怒江是明代以后。１５世纪（明嘉靖
至万历年间），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吐蕃统治集团为

了争夺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了长久的

争战，傈僳族人民因不堪兵丁劳役和战争之苦，在乔

氏族首领“括木必”的带领下，部分人渡过澜沧江，

翻过碧罗雪山，西迁怒江。进入１９世纪，以恒乍绷
等为首的几次傈僳族大起义被清王朝镇压以后，又

有１７个氏族相继进入怒江。［５］１００

藏族进入怒江一开始是源于宗教移民。１７６６
年，松娄喇嘛在丙中洛建成了飞来寺，并分别从德

钦、中甸、西藏招来７５户藏族。随着藏族人口增加，
喇嘛教徒的增多，喇嘛寺的势力也逐渐变得强大起

来。［９］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天主教在丙中洛开始传
播，也从德钦移来７０户藏民。从丙中洛翻过雪山到
德钦大概需要两天的路程，而从丙中洛前行２０ｋｍ
翻越雪山到维西，当地人也只需一天的时间，所以当

地民族来往于雪山之间的迁徙流动比较普遍。我们

曾访问过著名的丁大妈，她说：“我妈妈２０多岁从
德钦过来，过来的时候我３岁，应该是１９４４年。那
时候，我爸爸信佛，给寺庙雕刻，妈妈则专门给土司

推豆腐。”“我爷爷、祖爷爷是南京那边的汉族，清朝

过来的。妈妈是藏族，外婆是迪麻洛的，外公是教堂

管理人员。外婆到德钦玩，外婆的姐姐在教堂当修

女，把外婆介绍给了外公。”丁大妈家的迁徙虽然也

与宗教有关，但主要由于通婚和谋生。像这种零星

的迁徙所占人口比例应该也不少。比如，我们在甲

生村重丁组的丙中洛中学后面见到一块天主教信徒

的墓碑，写明逝者生于１９３１年，藏族，德钦县人，约
１９４８年迁入贡山。我们还在小街上遇到几个来自
迪麻洛的藏族，也许他们并未入当地的户口，但至少

证明从迪麻洛入迁丙中洛很方便。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知道，贡山现有的多民族杂

居局面是清代以后形成的。多民族杂居造就了当地

民族多语并用的语言天赋，同时也形成了语言之间

相互混杂的状态。藏族发音人张美菊阿姨告诉我

们：“这里的藏族与德钦、迪麻洛不同，这边的藏族、

怒族话差不多一样，因为这里原来是怒族地区，从中

甸迁过来的时候怒族人是大多数。”“现在家里傈僳

话、汉语方言经常说，藏话也说，家里哪个族的人来

了，就讲哪族话。”多民族杂居村落的人说话都很随

意，藏语中夹着怒语，怒语中夹着傈僳语，反正大家

都听得懂，有时候为了开玩笑，故意一句话夹着几种

语言说。但多语并用毕竟增加记忆负担，所以学校

里的孩子一般选择较为简单的傈僳语作为交流语

言。

二、异族通婚与语言接触

虽然不同民族间的婚姻在解放前并不普遍，但

我们所研究的少数民族杂居村落，异族通婚却是在

解放前就已存在。异族通婚是语言深度接触的关键

因素。如自１２５３年以后进入云南的蒙古族，由于长
期与当地白族和彝族等民族朝暮相处、相互通婚，多

数已被当地民族融合。即使保留蒙古族身份，他们

的语言也已经变异。现居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兴蒙乡

自称“卡卓”的蒙古族就是如此。据研究，卡卓语属

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１０—１１］云南的蒙古语之

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异，原因是蒙古军攻打云南进

来的都是男性，驻守下来与当地女性结婚，孩子受母

亲语言和生活习俗影响，如此反复几代，原有的蒙古

语言文化自然面目全非。我们所调查的多民族杂居

村落，其祖先多为拖儿带女式的迁徙，语言接触虽然

还没有达到变异的程度，却已杂交得非常厉害，自然

也与通婚有关。在上述丽江塔城洛固村的和学礼老

人家中，他本人是藏族，他的妻子是傈僳族，他的儿

媳又是纳西族。而在维西塔城镇海尼村前老支书和

玉才老人家中，他本人是纳西族玛里玛萨人，妻子是

藏族，儿媳又是傈僳族，家里玛萨话、傈僳话混着说，

出去又经常说藏语。我们查了一下海尼村与人口有

关的记录册，两个、三个民族结合的家庭随处可见。

例如：和志才家，本人是纳西玛里玛萨人，妻子是傈

僳族；和国清家，父亲是纳西玛里玛萨人，母亲是藏

族；杨正清家，本人是藏族，妻子是纳西玛里玛萨人，

儿媳是傈僳族；等等。据玛里玛萨人称，玛里玛萨文

其实是一个学过东巴的丽江纳西族上门女婿带来

的，因此玛萨人并不承认有什么玛里玛萨文，认为就

是东巴文。我们对贡山县丙中洛乡丙中洛村贡当的

３０个家庭的民族成分进行了统计。为了尊重当地
民族，３０个家庭我们用编号代替，具体情况如下
表２：

表２　丙中洛村３０个家庭的民族成分统计

编号 家庭人口／人 民族成分 民族数量／个

１ ３ 汉、傈僳 ２

２ １ 傈僳 １

３ ６ 藏、怒 ２

４ ４ 藏、怒 ２

５ ４ 藏、怒、傈僳 ３

６ ４ 傈僳 １

７ ４ 怒、傈僳 ２

８ ６ 傈僳 １

９ ２ 怒、傈僳 ２

１０ ６ 怒、傈僳 ２

１１ ４ 傈僳 １

１２ １ 傈僳 １

１３ ２ 傈僳 １

１４ ３ 傈僳 １

１５ ４ 傈僳 １

１６ ５ 傈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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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编号 家庭人口／人 民族成分 民族数量／个

１７ ５ 藏 ２

１８ ５ 傈僳、怒、藏 ３

１９ ３ 藏 １

２０ ６ 藏、傈僳、怒 ３

２１ ５ 怒、藏 ２

２２ ２ 藏、傈僳 ２

２３ ３ 傈僳 １

２４ ６ 傈僳、藏 ２

２５ ２ 藏、傈僳 ２

２６ ３ 傈僳 ２

２７ ９ 藏、怒 ２

２８ ４ 藏 １

２９ ５ 藏、怒 ２

３０ １ 独龙 １

贡当本来是藏族村落，１９５８年以前有３０户藏族，没
有其他民族居住。农业合作社以后，政府从山上迁

下２０户傈僳族。但从表２来看，单一藏族的家庭却
很少，只有３户，其他都是与怒族、傈僳族混合的家
庭。这恰好可为丙中洛藏语中的多语混杂做注解，

与上述的调查资料相印证。

三、生态环境与语言接触

语言的首要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

因此语言与生俱来就带有生物性特征。从生物进

化的角度来说，所有适应均源于自然选择：“虽然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进化，但只有自然选择会导致

适应，即产生复杂且精细的结构以使有机体在多

样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衍。有机体并非是被设计成

现在的形式，而是他们的祖先通过有利于繁衍的

变异而形成的”［１２］。站在生物学角度审视语言，一

切外因引起的变异也均源于生存利益的驱使。多

民族杂居村落的形成，多是源于各族人们求生的

欲望———或为躲避兵灾，或为躲避沉重的赋税徭

役，或为躲避官府追杀，或为躲避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等等。而在山谷之中形成这样一些村落，有一

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大山提供了易于生存的动植物

生态。滇西北地区有１３个植被类型、２７个植被亚
型、１７０个群系，分别占云南植被类型的 ８６．７％、
植被亚型的６７．５％和群系的６３．４％．［１３］根据中国
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馆藏标本记录和一些公

开发表的科技文献，关于滇西北的鸟兽标本记录

有５５７５条、文献记录有２５５１条，共记录兽类１６５
种，鸟类４５５种。［１４］这样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人
们差不多靠采集和狩猎就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

活。而高俊的山峰，茂密的丛林，滔滔的江水，又

成了阻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所以，这些高山

峡谷区多民族杂居村落的语言，由于交通不便，与

外界接触较少，往往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形式。但

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特征丧失，也意味

着语言环境的开放。当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打破的

时候，语言就会朝着新的方向变异。

汉语影响维西县境的时间较晚。境内汉族人

口，从清朝才开始大量流入。从玛里玛萨文我们

就可以看出，从汉文借形的字很少。据《维西傈僳

族自治县志》记载，从清代至今的汉族移民主要聚

居于县城，其次多集中在设讯置塘的地方，此外则

在一些自然及交通条件较好的村落居住。［３］１５７多民

族杂居村落一般都是交通不便，很少有汉族人口，

但汉语却以巨大的强势冲击到高山峡谷。我们所

调查过的高山峡谷中多民族村落的人们，几乎都

可以用汉语直接交流。这里头涉及到人文生态的

许多因素，诸如生存利益驱使、媒体作用、民族教

育政策的改变以及交通、通讯状况的改进等等。

比如，海泥村的玛里玛萨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在山

里田间忙碌着，很少有围着篝火歌舞升平的景象，

晚饭后的电视节目几乎是其唯一的休闲娱乐，这

样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了汉语，就连多年都没

走出山村的老人，都可以说几句汉话。近年来，由

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山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为

了节约资源，同时又能够更好地利用师资力量，山

区民族地区的孩子开始接受封闭式的教育。维西

塔城镇的孩子，到了七岁以后，都被送到塔城小学

读书，他们在学校住宿，生活由老师负责，每天都

伴随着汉语。以前每个少数民族村落都有自己的

小学，甚至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教材要老师先

用民族语翻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这样的双

语教学。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民族地区的孩子

一开始就听得懂汉语，而教师现在也多半是汉族。

贡山境内原来也没有汉族，汉族大都是在殖

边队进驻怒江地区以后才逐渐进来的。［５］１２９据我们

观察，汉语对贡山各民族语言的强大影响主要源

自旅游经济、学校家庭教育和媒体作用。正像那

个给丙中洛人民带来经济实惠的记录片《德拉姆》

所描述的，丙中洛的百姓很多都怀着走出大山的

梦想，至少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是这样。２０１１年
７到８月间，我们在丙中洛乡甲生村委会形它组做
语言调查时惊奇地发现，怒族家庭跟他们的学龄

前儿童对话用的是汉语。清晨，村庄从睡梦中醒

来，录音机里便响起嘹亮的汉语流行歌，伴随人们

进入一天的活动；傍晚，人们回到村庄，又传出了

电视台播新闻和电视剧的声音。另外，乡镇上做

各种生意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汉族，人们每天都在

跟汉语打交道，小学初年级也基本不需要双语教

学。实际上，我们调查的其他高山峡谷中的多民

族村落也大致如此。而且，通婚也不再是本地各

民族之间，而是地区之间。在丙中洛，除了娱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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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很少能见到适龄的年轻女子。听当地的藏族

老人说：这里的女孩子更希望嫁到广东、江浙、四

川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那些嫁到外地的女子，她

们的孩子也不再说民族语。走出大山后，只有见

到本乡的人才说母语，民族语自然就会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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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０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景颇族的礼
仪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依存于仪式的

念词也会逐渐消失或融入其他文体，但景颇族对

好日子的期盼、对人们的祝福、对孝道的强调、对

邻里关系的重视不会因此而消亡。事实上，念词

所蕴含的景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

早已凝固成景颇族的习俗，转化为景颇族的行为

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念词并不会消亡，它会以

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对景颇族的社会生活产生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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